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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魯迅關於中國道路的思考
顧　 農
　 　 【摘　 要】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確立了此後的發展方向，也對
中國未來的道路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他認爲，中國應通過革命推
翻帝制而驟列於共和，從此發展科學和工業，走向繁榮富强，同時
要改造國民性，建設好精神文明。中國是一文明古國，又是深受
列强侵略的弱國，因此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而應堅持反對帝國
主義的鬥争，也不去照搬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以便建立起具有中
國特色的高度文明的“人國”。魯迅的設想中有著某種難以説明
白的理想主義，他當時寄希望於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戰士”，則明
顯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些影響。他在成長的過程中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
【關鍵詞】魯迅　 留學　 國民性　 “新宗”　 “人國”　 無政府
主義
中國近代向日本大規模派遣留學生始於 １９０２年。八國聯軍侵華之後，
摇摇欲墜的清政府不得不由鎮壓變法維新一變而爲宣佈實行維新新政，
“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①，於是不少
趨時的進步的青年利用這一新的政策到外國去尋求新知和出路，魯迅正是
其中的一個。
１９０２年至 １９０９年魯迅在日本留學，這七年決定了他此後的發展方向
①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 ６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５５７—５５８頁。
和人生道路，其間最重要的收穫則是確立了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認識。
魯迅的留學生涯大體可分三段，首先是在東京弘文學院讀了兩年速成
普通科；第二段是去仙臺學了將近兩年醫學；第三段是回到東京，有三年時
間掛名學德語，實際在走自學成才的路子。這三個階段各有其重要性，到
最後一段，魯迅對國家和自己未來的路怎麽走都想得比較清楚而且相當深
入了。
一
魯迅在國内已經畢業於礦路學堂，本來並非一定要在弘文學院學那些
實際是中學程度的數理化一類“普通教育”課程；可是早期的清國留學生以
舊式書生居多，到日本後非首先補習各種普通課程不可，魯迅只得奉陪。
所以他的課業相對輕鬆，可以用更多的工夫學日語，很快就能譯書；他又選
修了英語，也能粗通。因爲有相當充裕的時間用於自學，其間閲讀了大量
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知識水準和思想境界迅速
提高。
其間魯迅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集體活動，深入思考各種思想政治問題。
在東京不到一年，魯迅就剪去了作爲清廷臣民奴僕標誌的辮子，並在《自題
小像》一詩中立下了“血薦軒轅”的誓言①。稍後，魯迅又參加了浙江學生
的“浙學會”，研究如何聯絡會黨，實行暴動，佔領一省或數省，最後推翻清
王朝；又討論如何組織革命團體光復會②。
先前在南京上學的時候魯迅還只是知道一點“排滿的學説和辮子的罪
狀和文字獄的大略”；到了日本以後，周圍的小氣候完全不同了，他又“赴會
館，跑書店，往集會，聽演講”③，强烈地受到了時代思潮的影響，很快地樹立
了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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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詳見拙作《説魯迅詩〈自題小像〉》，載於《文藝報》（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１２日第 ７版），又收入《與魯迅
有關》，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詳見沈瓞民《記光復會二三事》，《辛亥革命回憶録》第 ４册，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０年版。在日本
東京弘文學院時，沈瓞民先生與魯迅住同一寢室。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 ６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５５８頁。
剪辮子在清末是一件非同小可、要擔風險的事情。１９００ 年章太炎先生
剪去辮子時曾鄭重聲明從此與“滿洲政府”（清廷）決裂；魯迅的斷髮也具有
同樣的意義。魯迅很佩服太炎先生，就在他進入弘文學院以後不久，太炎
先生在東京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由於清駐日公使蔡鈞
的干預破壞會議没有開成，但太炎先生爲會議撰寫的宣言曾在報刊發表，
引起很大反響。１９０３年元旦留日學生在會館舉行團拜大會，留學生中的革
命派在會上公開宣傳革命，指出不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就不能挽救國家的危
亡，從此革命活動在留學生中廣泛展開。魯迅在弘文學院江南班的同學鄒
容積極從事反清活動，遭到壓迫，於 １９０３年夏返回上海，稍後在太炎先生的
幫助下出版了宣傳革命的小册子《革命軍》，魯迅很愛讀這本書，認爲“别的
千言萬語，大抵都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
軍》”①。在弘文學院時的魯迅已立志做“革命黨之驍將”②。
１９０３年春天，沙皇俄國不按照《交收東三省條約》（１９０２ 年 ４ 月）的規
定從中國東北撤軍，反而向中國提出七條無理要求，引起中國人民極大憤
慨，中國留學生在東京錦輝館舉行拒俄大會，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誓以
身殉，爲火炮之引線，唤起國民鐵血之氣節”（《江蘇》第 ２期紀事）。參加拒
俄義勇隊者有一百餘人，但魯迅没有參加，其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該隊成
立之初還寄希望於清政府能够改變國策，而魯迅認爲這個政府已經完全腐
敗，根本不足與言拒俄，請願完全無用，必須把它推翻。二是當時日本帝國
主義正覬覦我東三省，陰險地企圖利用中國留學生的拒俄運動達成自己的
目的，而當時卻有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天真地幻想聯日以拒俄，甚至有一味
崇拜日本者。魯迅認爲，因拒俄而袒日缺乏遠見而且是危險的，他向上海
《俄事警聞》提出意見道：“（一）持論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種’、
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③魯迅不
僅立場堅定，而且目光深遠，獨樹一幟。
東京的拒俄運動原是一場愛國運動，而官方卻認爲“名爲拒俄，實則革
命”④，嚴加鎮壓。這樣就使更多的人認識到，要抵制外國的侵略，保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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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魯迅《墳·雜憶》，《魯迅全集》第 １卷，第 ２２１頁。
沈瓞民《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載於《文匯報》（１９６１年 ９月 ２３日）。
沈瓞民《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載於《上海文學》（１９６１年第 １０期）。
《駐日公使蔡鈞致鄂督端方電》，載於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 １ 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４９０頁。
的祖國，首先就得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政府。魯迅在這一方面可算是一位先
覺者。
在護礦鬥争中魯迅也有獨樹一幟的表現。１９０２ 年買辦劉鶚（鐵雲）與
浙江候選道高爾伊互相勾結，企圖爲帝國主義攫取浙江省衢、嚴、温、處等
地的礦産，到 １９０３年，他們的賣國勾當被揭露，留日浙江籍學生掀起了護礦
鬥争。當年 １０月初，留日浙江學生與旅日浙江人士在東京上野公園連續
舉行兩次集會，堅決要求廢除“劉鐵雲條約”，保護浙江礦産資源。魯迅參
加了會議，並迅速寫出一篇《中國地質略論》，發表於《浙江潮》第 ８期（１９０３
年 １０月 １０日），同時又開始與顧琅合作撰寫《中國礦産志》一書①，他以這
樣的方式投入到護礦運動中來。
當時《浙江潮》上許多文章往往就事論事地專談浙江護礦問題，魯迅則
著眼於全國，並且首先提到沙皇俄國“索我金州、復州、海龍、蓋平諸礦地”
等當下發生之事，然後激昂地寫道：“嗚呼，此垂亡之國，翼翼愛護之猶恐不
至，獨奈何引盜入室，助之折桷撓棟，以速大廈之傾哉。今復見於吾浙矣。”
魯迅抨擊的對象不限於劉鶚、高爾伊，他將矛頭直指“老病昏聵”的清政府。
關於如何護礦，《浙江潮》上的文章以及同鄉會的決議是向政府呼籲，請求
上層來解決；而魯迅則寄希望於“大群”：“合大群以興業”，使“工業繁興，
機械爲用”，最後争取“竟得獨立，榮光糾紛，符吾夢想”。《中國地質略論》
洋溢著强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魯迅寫道：“中國
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檢；可容外族之讚歎，不
容外族之覬覦者也。”他痛斥帝國主義侵略者掠奪中國的礦産資源，“伸手
如箕，垂涎如雨”，其最終目的在於瓜分和滅亡中國；而他們的侵略行徑之
所以能够得逞，又完全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朽賣國、持以贈盜。主人荏弱，暴
客乃張，二患交伐，使得中國面臨滅國之禍。魯迅把反帝和反封建聯繫起
來考慮，提出必須對外“左操刃右握算”，一方面武裝自衛，一方面發展民族
經濟；對内則實行革命，“一血刃而驟列於共和”。魯迅呼籲，在嚴重的内憂
外患面前，“豪俠之士，必有悢悢而思，奮袂而起者矣”。魯迅由護礦問題入
手，呼唤民族民主革命迅速到來，這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與《中國地質略論》同時發表於《浙江潮》第 ８ 期上的還有一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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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書於 １９０６年 ５月由東京並木活版所出版，此後又增訂再版多次；現已收入《魯迅全集補遺》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取讀最便。
鈤》。“鈤”指化學元素 Ｒａ（現通譯爲鐳）。該文詳細介紹 Ｘ射線、柏克勒爾
射線和新元素 Ｒａ 的發現。用中文介紹鐳，魯迅這文章是第一篇。此後魯
迅還計劃譯介《物理通詮》一書，譯出了其中《世界進化論》、《元素週期則》
二章。當時科學界關於原子能的研究還剛剛開始，魯迅對鐳射線的能量從
何而來也未能作出回答，只能以存疑了之。但他認爲這種不知並非“不可
知”而是一時“未及知”。在文章的末尾魯迅又用兩句話來歸納自己的想
法，一曰“吐故納新”，一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把分析提到形而上的層
面，顯示了思想家的風采。
魯迅在東京弘文學院時關心政治，關心哲學和自然科學，而尤其注重
研究國民性問題，並爲改革國民性、振奮民族精神，開始了他的文學工作。
魯迅經常和許壽裳等同學“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問題：一、怎樣纔是
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三、它的病根何
在？”①他研究的基本結論是：關於理想的人性，“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
的其説浩瀚，我們盡善而從”，所以並不多説；“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
和愛———换句話説，就是深中了偽詐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口號只管很
好聽，標語和宣言只管很好看，書本上只管説得冠冕堂皇，天花亂墜，但按
之實際，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癥結當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
兩次奴於異族，認爲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説
誠説愛呢”？所以“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②。
作爲留學生的魯迅深感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輕視。爲了尊嚴，他
敢於堅持鬥争，參加過弘文學院留學生反對亂收費的學潮並取得勝利。面
對某些日本少年的責駡，他將屈辱化爲動力，對同學説：“我們到日本來，不
是來學習虚偽的儀式的。這種辱駡，倒可以編在我們民族的歌曲裏，鞭策
我們發憤圖强。”③
魯迅認爲改造國民性，就外面而言，要實行社會革命，不再做暴君的奴
隸；就内部而言，則實行個性的解放，不做舊思想的奴隸。後來在辛亥革命
勝利之初，他提出“專制永長，昭蘇非易”④———清政府雖被推翻，而人們思
想上的“卷攣”卻不是短時間裏就能得到解放的。這個艱巨的任務要付出
·３１１·留學生魯迅關於中國道路的思考　
①
②
③
④
詳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５３年版，第 １９頁。
詳見許壽裳《回憶魯迅》，《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７８年版，第 ５９—６０頁。
厲綏之《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載於《文匯報》（１９６１年 ９月 １５日）。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越鐸〉出世辭》，《魯迅全集》第 ８卷，第 ４０頁。
艱苦的努力。到五四運動前後，他更奮起呐喊，爲促進國人的思想解放寫
了大量的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魯迅在弘文學院時讀了許多新的書籍報刊，其中多有文學方面的内
容，他本人也翻譯和創作了若干文學作品。據許壽裳回憶，當時林紓翻譯
的小説，魯迅是每本必讀的，此外又購讀日文本“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
神話、羅馬神話等等”①。他當時最喜歡外國浪漫主義文學，曾經翻譯過雨
果（當時譯爲“囂俄”）的《哀塵》，買過一套八大本的《囂俄選集》，對具有高
昂民族民主精神的作者非常欣賞崇拜。他自己寫文章，也走浪漫主義的路
子，“激昂慷慨，頓挫抑揚”②。魯迅青年時代的浪漫主義文風是那個時代的
産物，同他本人的革命民主主義激情互爲表裏。
魯迅既不能忘情於自然科學，又非常愛好文學，於是科學文藝作品在
魯迅眼中就顯得特别有意義了。他連續翻譯了法國著名科幻小説作家儒
勒·凡爾納的兩部作品，《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他的另一部譯稿《北
極探險記》（未出版，稿亦亡佚）大約也是兼具科學和文藝雙重色彩的。魯
迅翻譯這些書，目的在於借文學的力量來普及科學知識，破除傳統的迷信
思想，也預示著他可能將由自然科學轉向文學領域。
據魯迅的老同學沈瓞民説，魯迅當時寫過一些詩，頗露諷刺的才華，也
寫過若干“鬥争性强的短文”③。他後來在這兩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
總之，此時魯迅認定中國必須通過革命推翻腐朽賣國的清政府，建設
富强文明的共和國，並在這一過程中全面提高國人的素質。
二
魯迅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畢業以後，一個人老遠地跑到仙臺去學醫
學，他立志學醫的動因有種種。魯迅十幾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纏綿病榻多
時，早早地亡故了。魯迅認爲，學好了醫學，就可以救治像他父親這樣的被
庸醫所誤的病人。魯迅本人對於中西醫的對比也有切身的體會，他從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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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詳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 ４頁。
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 ７卷，第 ４頁。
詳見沈瓞民《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載於《文匯報》（１９６１年 ９月 ２３日）。
牙病，或蛀，或破，牙齦出血……試了許多驗方、秘方皆無效，也正式請過中
醫，服過不少湯藥，仍然無效；一直拖到他到日本以後，在長崎由一位西醫
的牙醫給他“刮去了牙後面的‘齒垽’，這纔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
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内”①。這種親身經歷、切身體驗也促使魯迅立志學
習西方醫學。但更深層原因還在思想政治方面。魯迅後來説，清朝末年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有一個目的：圖富强。所以他們堅決，切
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强之術。所以他們認真，
熱心。待到排滿的學説播布開來，許多人就成爲革命黨了，還是因爲要給
中國圖富强，而以爲此事必自排滿始”②。魯迅本人的思想也經歷過類似的
演進過程，他先是受到改良主義譯著的啟蒙，稍後又確立了革命的立場，目
的都在圖中國的富强。他立志學醫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於“知道了日本維新
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因此希望通過行醫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
信仰”③，争取中國儘快富强起來。
西方醫學知識的傳播同日本的明治維新有著密切的關係④。１９世紀晚
期先進的中國人———維新派言必稱日本，衷心向往學習日本的維新“以定
國是”，認爲這乃是救國的上策。中國的維新派同樣十分重視醫學，１８９７ 年
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寫道：“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
民事者也，故欲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
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講求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
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果，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産孕，而講育嬰，
而講養生，而講免疫，而講割紮……”（《醫學善會序》）另一位維新派要人
康廣仁曾經追隨美國醫生嘉約翰習醫三年，他在澳門主持《知新報》，開闢
專欄介紹西洋醫學，同時不斷發表關於醫學維新的評論。１８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該報第 ３７册發表劉楨麟的《富强始于衛生論》，稱：“欲治天下必自治國
始，欲治國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體始。强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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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魯迅《墳·從鬍鬚説到牙齒》，《魯迅全集》第 １卷，第 ２４８頁。
魯迅《准風月談·重三感舊》，《魯迅全集》第 ５卷，第 ３２５頁。
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 １卷，第 ４１６頁。
本來自 １６世紀以來歐洲醫學已經慢慢滲入日本，但日本的幕府統治者推行鎖國政策，閉關自
守，到德川時期禁令稍鬆，１７２０年以後歐洲醫學的成果在日本漸漸被運用於實際，“蘭學”———
自荷蘭傳來的西洋學術，相當於中國之所謂“西學”———特别是醫學知識日益傳播流行。“蘭
學”大師荷蘭人博哈夫及其學生斯維坦、德國人希斯特等人的著作紛紛被介紹到日本，增强了日
本人學西方的信心，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且駸駸近乎道矣。”這些文章魯迅都是讀過的。正因爲維新派如此重視西
方醫學，所以到 １８９８年光緒皇帝下決心變法時，曾就此下過一道聖諭，稱：
“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管轄，以期
醫學精進。”梁啟超評述這份上諭説：“醫者……泰西大學爲一科，今特許增
之，實爲維新之一政。”通過醫學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在當時確實是切
實可行的。魯迅到日本留學時，維新派已經墮落爲保皇派，但是在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内，梁啟超一派的改良主義者與革命者的矛盾尚未充分激化，
孫中山一度考慮同他們合作，而梁啟超的啟蒙文章有著更長久的生命力。
魯迅 １９０４年進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時早已決心獻身於民族民主革命事業，
“血薦軒轅”，但是改良主義者的某些啟蒙思想對他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
魯迅後來回憶往事時説自己的學醫是爲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這
裏的“維新”是學西方求富强的意思，而非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
總之，此時魯迅高度重視學習西方醫學和其他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圖
中國的富强。
三
人們在談到魯迅棄醫學文的原因時，一般都根據魯迅本人在《呐喊·
自序》以及《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的説法，認爲乃是受到一場著名的電
影（實指幻燈）的刺激，那上面有一個“替俄國人做軍事上偵探”的中國人將
要被日軍砍下頭來示衆，而周圍卻有許多中國人圍著來“鑒賞這示衆的壯
舉”，他們的體格是健壯的，而神情卻很麻木；於是魯迅便忽然悟得“學醫並
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
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
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們那時以爲當然
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一段話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即先
前魯迅大約也是認爲“欲治國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體始”的，現在纔
知其不然，體强者未必就是合格的公民，他的精神很可能愚而且弱；新的結
論應當是欲治國必自改變國民的精神始。
魯迅思想變遷的路徑大致如此，但尚有值得進一步考察的情況。魯迅
觀看那場幻燈正當中國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大規模辯論之時。隨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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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前維新派逐步失去其進步性而墮落爲保皇派，他們的種種活動使
得革命派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革命、保皇決分二途，肅清保皇毒焰乃是發
展革命事業的關鍵。１９０５ 年同盟會成立以後，立即以《民報》爲主要陣地，
大力開展反對維新派喉舌《新民叢報》的鬥争；１９０６ 年春《民報》第 ３ 號更
推出題爲《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提綱》的號外，對改良派提出系統的批
判。在這一場大論戰中革命派取得極大的成功，奪得了思想上的領導權，
爲辛亥革命的勝利作出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但是在這場辯論中革命
派也暴露出若干弱點，例如當時改良派認爲中國“民智未開”，因此現在只
能搞立憲，實行開明專制；革命派在駁斥他們的時候針鋒相對，但不免作了
過於樂觀的估計，認爲中國民智已經大開，陳天華在《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
體》一文中説：“即以近日而言，民族主義提倡以來，起而應之者，如風之起，
如水之湧，不可遏抑，是豈絶對無能力者所能之耶？”這樣的駁斥當然是必
要的，但是在這種估計之下革命派很容易有意無意地放鬆宣傳群衆、組織
群衆的工作，以致直到很晚的時候，革命思想只在少數精英中傳播而並未
真正深入人心———後來魯迅在著名的小説《藥》裏沉痛地總結過這方面的
教訓。
魯迅贊成民主共和國的政治方案，早在 １９０３ 年就指出中國完全可能
“一血刃而驟列于共和”，未必非要經過一個君主立憲的階段不可；但是魯
迅同時也深刻地看到宣傳群衆、組織群衆的必要性。那時改良派十分注意
利用文藝爲武器宣傳自己的主張，寫過許多小説；而革命派卻不够重視文
藝，幾乎是放棄了這個陣地。就在這時他恰恰看了那場幻燈，其中中國人
麻木的神情給了他很深的刺激，於是決心放棄醫學，爲革命拿起文藝的武
器，去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提高群衆的覺悟，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魯迅不僅是一個立場堅定的革命派，而且也是頭腦清醒的革命派，他
對發動群衆的意義有著相當的理解。
先前魯迅之所以決計學醫並非單純地打算學一點科學技術，魯迅從來
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科學救國論”者，他的學醫從根本上來説乃是通
過學西方學日本來救中國，由維新而走向富强；現在魯迅放棄醫學了，那麽
按照邏輯，這應當透露了他對西方資産階級新學的動摇和懷疑，對維新可
以救中國打了問號，對中國將走什麽道路有了新的思考。
當時的新派人物對西學表示懷疑的很少，魯迅卻有些獨特的想法。他
後來回憶説：“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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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
篇，特别是被壓迫的民族中作者的作品。因爲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
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爲同調的……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
抗，勢必至於傾向於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
西就特别多，也曾熱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
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 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微支（Ｈ． Ｓ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ｔｚ）。”①
魯迅又説，在他的青年時代，“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
痛楚，他要挣扎，用不著癢癢的撫摩，只在尋求切實的指示了。那時就看見
了俄國文學。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爲從那裏
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挣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
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
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
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②。魯迅還説：“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
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③
由此可見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仍然致力於學外國，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主
要强調學西方和日本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以促進中國的維新，在中國建
設現代型的共和國，而是要從外國的進步文學中吸取精神力量，爲反帝反
封建的鬥争呐喊助威。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這時魯迅的目光已由西歐和日本轉向了俄國和東歐。當時一般的維
新派人物大抵以爲俄羅斯很落後，想學的很少，而魯迅卻十分看好俄國進
步文學中强烈的反壓迫的呼聲。在《摩羅詩力説》一文中魯迅指出：“俄如
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枯井。”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魯迅引用俄國
作家柯羅連珂的小説《末光》（《最後的光芒》）中十二月黨人的後代在風雪
之夜沉思、盼望光明的來臨，藉以表示希望中國的“蕭條”也能及時破除。
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及巴爾幹諸小國長期受帝國主義，特别是俄國的
侵略，出了不少愛國主義的作家，魯迅所激賞的密茨凱維支、裴多菲就是其
中傑出的代表。魯迅後來説，密茨凱維支“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
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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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麽做起小説來》，《魯迅全集》第 ４卷，第 ５１１頁。
魯迅《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全集》第 ４卷，第 ４６０頁。
魯迅《墳·雜憶》，《魯迅全集》第 １卷，第 ２２０—２２１頁。
中國青年的共鳴的”①，“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
力説》。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
心心相印”②；他又説，裴多菲是他青年時代敬仰的詩人，“在滿洲政府之下
的人，共鳴於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情”③。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
不再向西方資本主義列强尋求真理，而向“華土同病之邦”④的東歐諸國去
求其友聲。魯迅當時欣賞拜倫，也是因爲他曾經幫助希臘獨立，《摩羅詩力
説》介紹其人，也以這一節爲最詳。
棄醫學文以後的魯迅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説
集》二册，共收十六個短篇，其中俄國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士尼亞一
人二篇，芬蘭、英、法、美各一篇。魯迅本人翻譯的三篇，全是俄國的作品。
他在該書序言中指出：“《域外小説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
本。特收録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
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
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
譯界，亦由是無遲莫（暮）之感矣。”這裏直接聲明了此書取材之超越“常
俗”，而主旨意在介紹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心聲”，希望借此他山之石以促
進中國人民的覺悟。這時魯迅還計劃翻譯其他作品，也在日本和西歐以
外，尤以俄羅斯文學居多；可惜他的計劃因匆匆回國而未能實現。
魯迅學外國的動機和方向都變化了，如果再聯繫他在《文化偏至論》中
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深刻批判來看，我們簡直可以説，此時的魯迅已經
認識到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或日本那樣的老路，而
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文化偏至論》寫道：“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爲愧，翻然
思變，言非同於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於西方之術弗行，掊擊舊物，惟恐不
力，曰將革前繆而圖富强也。”這是當時一般新派人物的態度，也是魯迅先
前的態度；但魯迅現在認爲這一主張是值得反思的了。魯迅這時認識到，
西方資本主義的制度包括他們的議會民主並不高明，“古之臨民者，一獨夫
也；由今之道，且頓而變爲千百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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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所以中國不能實行這樣的制度。中國人民的任務在於：對外反對帝國
主義的侵略，對内反對封建壓迫，在中國建立起一個“人國”，即人民自己的
國家。
魯迅認爲，西方 １９ 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度越前古，凌駕東亞”，
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洎乎末流，弊乃自顯”，這一“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
於殊方”，因此不應當也不可能“舉而納之中國”。那麽中國應當怎麽辦？
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的方案是：
　 　 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
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
脈。取今復古，别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
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爲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
天下。
中國應當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社會。當然魯迅還没有
來得及對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國”提出更具體的意見，因而不免有些空
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於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於西方之術弗行”
的流行思潮，中國歷史後來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魯迅這一思想的預見性和深
刻性。
中國之所以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既是一個文明古
國，又是深受侵略的弱國，“四鄰競集而迫拶”①，故國風雨如磐，在這樣的情
況下，“志士多危心，亦相率赴歐墨，欲采掇其文化，而納之宗邦”，這是可以
理解的，但是中國作爲“一受侵略之國”②，把侵略者的那一套簡單地全盤拿
來直接運用必然“於理至悖”。魯迅預感到中國得走新的道路，但究竟怎麽
走，他一時也説不清楚。
魯迅棄醫學文的深刻涵義應當在此。
棄醫學文之初魯迅本打算創辦《新生》雜誌作爲發言之地，雜誌後來没
有辦成，而他當時是“迫切而不能已於言”（《呐喊·自序》）的，於是便寫了
幾篇長論，陸續在《河南》雜誌發表，這些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比較零星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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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乃是我們討論魯迅這一階段思想特色的依據。
總之，棄醫學文之後的魯迅仍然重視學外國，但目光已經由西方和日本
轉向東歐和俄國，重點是反侵略求獨立，而對西方式的民主則持批評的態度。
四
留日第三階段的魯迅正式加入了光復會，但他對這個革命組織過於强
調個人恐怖手段很有保留①。其時魯迅又與光復會成員主辦的《天義報》有
相當的聯繫。《天義報》１９０７ 年 ６ 月創刊於東京，宗旨爲“破壞固有之社
會，實行人類之平等”，“破除國界種族，實行世界主義，抵抗世界一切强權，
顛覆現今一切之人治，實行共産制度，實行男女絶對之平等”。主編何震，
她的丈夫劉師培（申叔）在這裏也起很大的作用。劉、何夫婦於 １９０７ 年春
亡命日本，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交往甚多，辦刊物鼓吹無政府主義，衝擊封
建思想和專制政體，並在這個意義上與民主革命派結爲同盟，正如劉師培
１９０７年 ８月間在一次講演中所説：“排滿主義，雖與無政府不同，然今之政
府既爲滿人所組織，而滿漢之間又極不平等，則吾人之排滿，即係排帝王，
即係顛覆政府，即係排特權，正與無政府主義之行事相合。”②魯迅的同學中
有汪公權，是劉師培的姻弟，魯迅和周作人的文稿就由汪公權傳過去。章
太炎當時也有某種無政府主義傾向，魯迅籌辦《新生》的同人之一蘇曼殊乃
是一個“頽廢派”③，其時也熱衷於無政府主義。通過這些渠道，魯迅得到不
少資訊，頗受影響。這就是周作人回憶録中所説的“劉申叔是揚州有名的
國學專家，以前參與《國粹學報》，所做文章久已聞名，這時在東京替他的夫
人何震出名，創辦破天荒的女性無政府主義雜誌，尤其名聲很大。這事常
有龔未生來談從章太炎和蘇曼殊方面得來的消息，所以知道得很多”④。
魯迅不贊成個人恐怖手段，而對於個人絶對自由、以一己之誠來否定
任何外界權威的無政府個人主義思潮，則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以爲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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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改革國民性的一帖良藥。
２０世紀初葉，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日本頗爲流行，成爲社會主義運動中
很有影響的一派，該派領袖人物爲著名的革命家幸德秋水和宫琦寅藏。
１９０６年 １０月魯迅曾去過《革命評論》編輯部，與該刊主編宫琦寅藏見面①，
“談得很是投機”②，後來又見面談過一次。
在留日前期的 １９０３年前後，魯迅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武裝革命，推
翻清政府，他希望中國也能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一血刃而驟列于共
和”，“結合大群起而興業”③；當時魯迅已致力於研究國民性問題，基本結
論是“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④。可是到了留日後期，同盟會已經成立，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的綱領已經提出，革命風潮一
日千丈；而此時魯迅反而少談革命，對同盟會及其綱領也没有表現出多大
熱情，卻提出了不少獨特的政治、文化見解，這是很引人注目的。
１９０５至 １９０６年間，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以《民報》爲主要陣地與
改良———立憲保皇派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論戰，取得了極大的勝利，爲此
後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和辛亥革命的勝利作了重要的準備。魯迅没有
直接參加這場大論戰，卻寫出了《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文，針對當時
革命派的弱點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見解。許壽裳説過，魯迅這些文章“都
是怵於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不知個性之當尊，天才之可貴，於是大聲
疾呼地來匡救”⑤。在重大思想政治問題上不肯隨聲附和而另有灼見，這正
是魯迅的一大特色，後來發展得日益明顯。
魯迅的匡正主要有兩點。一是他十分强調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二是
表示不贊成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
那時改良派———立憲保皇派極力强調革命必然招致帝國主義列强瓜
分中國，因此只能搞君主立憲；革命派在駁斥他們的時候，除少數人表現出
較清醒的反帝意識外，大部分人反帝旗幟不鮮明，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
不清楚，態度軟弱，存在幻想。他們認爲，一切罪惡的根源都在清政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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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了腐朽的清廷，中國就可以斷絶被瓜分之禍；他們天真地相信西方
“文明之國”不會干涉中國革命，因此他們希望中國革命是不損害帝國主義
在華利益的“文明革命”，有人甚至許願説，中國革命成功以後，過去中外之
間一切條約（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試圖以此爲條件來换取列强贊成中國
革命。當時的許多革命者又認爲，不必經過什麽嚴重的鬥争，中國就可以
走上西方國家的富强之路，歐美列强一定會幫助中國人建設獨立的資産階
級共和國。他們完全看不到帝國主義列强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
建的中國變爲資本主義的中國，相反地，他們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半殖
民地和殖民地。而魯迅則清醒地認識到，對於中國來説，反對帝國主義乃
是頭等大事，絶對不能存在任何幻想。魯迅説，帝國主義侵略者並不文明，
例如沙皇俄羅斯就是打著“一切斯拉夫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的旗號，“援
甲兵劍戟之精鋭，獲地殺人”，面對這樣的侵略者只有拿起武器來反抗，别
的辦法都無用：“而今而後，所當有利兵堅盾，環衛其身，毋俾封豕長蛇，薦
食上國”；等到中國獨立强大以後，應當支援其他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和民
族，“爲自由張其元氣，顛撲壓制，去諸兩間，凡有危邦，咸與扶掖，先起友
國，次及其他，令人間世，自由俱足”①。這是極其深刻正確的主張，代表了
中國人民愛好和平永不稱霸的高尚品格。
正是從堅決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基本點出發，魯迅在文學上
特别重視“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給予高度評價，鄭重地
介紹給國人。這些詩人既反對封建主義的傳統，更反對外來的侵略和壓
迫，後一方面尤爲突出。在《摩羅詩力説》中魯迅介紹了下列人物：拜倫，
親自參加希臘抗拒土耳其侵略的戰争，並爲此獻出自己的生命；雪萊，同情
英國殖民地愛爾蘭的人民，並希望他們在政治、宗教等方面有所改革；普希
金，同情國内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對沙皇的殘暴統治多所諷喻；萊蒙托夫，
十分同情抗擊沙皇殘暴統治的高加索人；密茨凱維支，熱愛祖國，鼓吹向沙
俄侵略者復仇；斯洛伐之奇，描寫亡國的痛苦，痛斥賣國者，鼓吹向侵略者
復仇；克拉旬斯奇，關心祖國的憂患；裴多菲，親自參加 １８４８年革命，反抗沙
俄侵略者，最後英勇獻身……
在這些詩人中，魯迅介紹最詳、評價也最高的，是拜倫、密茨凱維支、裴
多菲三位，而對普希金則略有微辭，這是因爲普希金晚期“立言益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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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足與社會發生衝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讚頌，美其國之武功”，他這種
“愛國主義”魯迅堅決反對，曾引用丹麥評論家勃蘭兌斯的話斥爲“獸
愛”①。相反地，由於萊蒙托夫“推其愛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
故，力敵俄國者也”，魯迅就給予很高評價。魯迅介紹“摩羅詩人”時，燃燒
著熾烈的反帝熱情。魯迅在 ２０ 世紀初葉大力介紹“摩羅詩人”，完全是從
反帝反封建的立場出發的，他希望用這些詩人的作品鼓舞中國人的鬥志，
去争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魯迅所介紹的這些詩人情況本來相當複雜，魯迅大抵只取其一點，不
及其餘。他不是要做學院派的學問，而是爲了現實的戰鬥。《摩羅詩力説》
分析密茨凱維支等三位波蘭詩人作品的影響道，其詩“莫不追懷絶澤，念祖
國之憂患，波闌（波蘭）人動於其詩，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舉，餘憶所及，而
六十三年大變，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難亦未已也”。爲中國
民族民主革命作輿論準備，不但是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動因，而且是他全
部文藝活動的出發點。
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魯迅又指出，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在中
國行不通，資本主義“見於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
那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使中國人羨慕不已的主要有兩條：一是發達的
科學和工業，一是資産階級議會民主。魯迅對前者充分加以肯定，後者則
不能苟同。他認爲中國自有其國情，中國是文明古國，近代以來由於受到
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變得十分孱弱，要重新富强起來，應有自己獨特的道路；
而且魯迅當時認爲精神文明比物質文明更重要，首要的任務是改革國民
性，“首在立人”，在中國建立一個既“不後於世界之潮流”而又“弗失固有
之血脈”的“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不僅能
光復舊物，而且能建設一種高於西方文明的文明。魯迅還指出資本主義文
明有一種很不好的趨勢：“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
平庸……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
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西方資産階級物質文明雖高，精神方面卻
有墮落之勢，魯迅認爲中國一定要防止這種弊病。
對於資産階級民主，魯迅的估價也很低。１９０１—１９０４ 年間，清廷不斷
頒佈所謂改革詔書，推行所謂“新政”。１９０５ 年以後，在革命風潮一日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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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更進一步擺出一副“預備立憲”的姿態，妄圖搞一點虚偽的“民
主”來欺騙人民，消弭革命。當時在國内外大肆活動的改良 ／君主立憲派就
此大做文章，“托言衆治”，一時稱盛。《文化偏至論》著重抨擊這種“托言
衆治”的虚偽，同時對資産階級“衆治”本身也提出深刻的批判。魯迅認爲
資産階級民主並不充分，無非是“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
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特以自長營搰，當列其班，況復掩自利之惡
名，以福群之令譽”———資産階級議會實際乃是少數政客富翁藉以謀取私
利的工具。魯迅認爲那一套制度並没有普世價值，中國不能搞資産階級議
會民主。這些想法很能體現青年魯迅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刻思考。
魯迅這一思路明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在著名的《代議然否論》
中猛烈抨擊資産階級議會民主，卻回過頭去肯定君主專制；魯迅則根本反
對君主制，他用來取代資産階級議會的是所謂“人國”，這是他高於其師的
地方，只是那“人國”明顯帶有空想的色彩。
魯迅將他不滿於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反對資産階級議會民主的主張概
括爲“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兩句話。因爲要對仗，將物質文
明簡稱爲物質，很容易産生誤解，過於看重精神文明，也很容易産生片面
性。中國並非不需要物質文明，没有物質基礎，精神文明是建設不起來的。
魯迅原先夢想過的“工業繁興，機械爲用”①亦即工業化、現代化，原是很好
的，不必因爲强調精神文明而取消或淡化。
魯迅當時片面强調精神文明大約也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看
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不均、社會不公，便覺得與其那樣發展大生産，還
不如保持中國固有的小農自然經濟；寧要古代的質樸生活，不要現代的花
花世界。這一思路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結論是錯誤的，與歷史潮流背道
而馳，事實上也做不到。魯迅這時也不提生産的現代化而强調精神文明，
不免帶有很大的局限。
一味講“重個人”也有片面性。毫無疑問，魯迅要求在中國人中間培養
“獨立自强”、“勇猛無畏”、“寶守真理，不阿世媚俗”、“剛健不撓，雖遇外物
而弗爲移”等等高尚的精神是非常之好的，直到今天仍有意義；問題在於這
些是不是所謂“第一要著”②。離開革命實踐來談“立人”，談精神文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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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有些空洞。所以，魯迅説不出拿什麽思想理論或有什麽舉措來“立
人”，只是含糊地提倡一種“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
血脈”的“新宗”，而這種作爲啟蒙教育依據的“新宗”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則並無具體的解説。
正由於魯迅把“張靈明”、“任個人”或曰“立人”看作是頭等大事，因此
他崇拜天才，並帶有無政府個人主義的傾向，對廣大人民群衆的革命性估
計不足。他當年還要爲群衆保留宗教，他説：“墟社稷毁家廟者，徵之歷史，
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曲小民無與。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又
説：“人必有所憑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這裏也有很合理的
成分，魯迅對“偽士”始終痛恨，後來在小説中多次予以抨擊，如《祝福》中的
魯四老爺等等，而那些雖然迷信但純樸善良的勞動人民，如閏土、祥林嫂等
等，則比“偽士”高明得多①。但毋庸諱言，通過宗教尋求精神力量、維繫群
衆的信仰的思路，仍然是從群衆落後論出發的，同時也不免是一種空想②。
這大約也是受了章太炎的影響。章先生爲了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特
别强調非人格神宗教和絶對個人主義具有很大的力量，希望以此來發起信
心，鼓舞人們奮不顧身地投入革命。
這也是一種歷史的無奈。當時無産階級没有登上歷史舞臺，農民没有
被發動，而資産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軟弱無力已相當明顯。在這樣的條件
下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得不幻想有那麽一批威力無比的“超人”或“英
傑”來擔當重任。魯迅也清醒地看到，這種希望是很渺茫的，問題在於没有
更好的出路，只好寄希望於此。魯迅不勝感慨地寫道：“嗟夫，觀史實之所
垂，吾則知先路前驅，而爲之辟啟廓清者，固必先有其健者矣。顧濁流茫
洋，並健者亦以淪没……雖然，事多失於自臧，而一葦之投，望則大於俟他
士之造巨筏。吾未絶大冀於方來，則斯論之所由作也。”③這種心情是很悲
壯的。青年魯迅只能向西方尋找真理，有些東西如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政治
方案找到以後又抛棄了，於是又到處去找，上下求索，幾乎要絶望，但又不
甘心絶望，仍然在反思中艱難地前行。這種狀態大體上延續到五四。青年
時代的痛苦思考反映在他的創作中，便表現爲《呐喊》、《彷徨》、《野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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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庸衆”的憤激情緒。
世界上確實存在“庸衆”，任何革命或改革中首先覺悟的總是少數先進
分子，而大部分人則不免仍爲舊的秩序、舊的觀念和世俗習慣所束縛，其中
有些人甚至成爲革命或改革的阻力。在《狂人日記》中他們跟著正統派大
駡先覺者乃是“狂人”，在《藥》裏他們甚至糊裏糊塗地去吃革命先烈的血。
所以魯迅一再大聲疾呼要改革國民性，揭出這個病根，引起療救者的注意。
魯迅對“庸衆”往往不惜痛斥，《野草》中有些作品因此顯得憤激而陰沉。但
他内心深處又有些對自己的懷疑，後來更作過深刻的反省：“我時時説些自
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
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産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①
革命或改革歷來是千百萬群衆的事業，只靠幾個“精神界之戰士”是幹
不成什麽大事的；先覺者的任務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引導群衆向前進，
如果一時不能爲群衆所理解，也只好忍辱負重，多做工作，以規將來。像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那樣復回故轍，或《孤獨者》魏連殳那樣倒行逆施，都
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魯迅對此持批判的態度。《野草·復仇》中的復仇辦
法，也只是魯迅一時的憤激之談，他本人事實上並不用其法。脱離廣大群
衆，終將一事無成。魯迅晚年有一段話説得好：“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
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
決斷，並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
輕自己，以爲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衆
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②魯迅的精神結構是向著這個
方向發展的，他留日後期則尚處於青年浪漫時期，還以爲只要靠少數英雄
豪傑登高一呼，便能啟群衆之蒙，救中國之病。他還要經過許多探索和痛
苦，纔能成爲“大衆中的一個人”，成爲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
這樣看來，留學生魯迅曾經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某些影響，極其重
視“精神界之戰士”的作用，他要由一個啟蒙主義者走向“做大衆的事業”，
還有很長的路。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瘦西湖校區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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